楚汉时期南阳玉文化在中国的地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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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南阳盆地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又是古代中原地区为数不多的玉产地之一，在中国玉文化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的历史地位。本文重点考察春秋到秦汉时期南阳独山玉文化发展的的相关问题，从治玉条件、出土的玉器特征等方面分析了该时期南阳独山玉的兴起和发展，从南阳独山玉文化的兴衰管窥其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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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玉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它孕育了古老灿烂的中华文明。玉世代被人们喜爱，这不仅仅是它质地优良，稀有罕见，更重要的是它在历代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宗教等方面的独特作用。因此，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玉有着民族传统的内涵，它又是物质的、社会的、文化的综合观念。作为中华民族玉文化载体的中国玉器，早已驰名中外，誉满全球，被世人赞为“东方艺术”、“中国瑰宝”。目前学界对于和田玉、岫玉等的研究比较多见，而独山玉长期被人忽视，有关研究也是成果仅存。
南阳盆地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襟江汉而枕伏牛”，处于中原和荆楚的交通要冲，也是东西向的重要通道。出土的玉器深刻地打上了南方和北方等不同文化区的烙印，研究条件可谓得天独厚。加之南阳本身也是中国重要的玉产地，所以，南阳在中国玉文化中的地位极其重要。本文重点研究南阳春秋——秦汉时期玉文化发展的特点、特征，探索南阳玉文化兴衰的规律，对于弘扬南阳的玉文化，弘扬中华玉文化精髓，拓展南阳玉文化氛围，带动南阳经济持续发展，带动南阳特色旅游，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楚汉时期南阳玉文化发达的条件分析

任何事物的发展与兴衰都有一定的规律，玉文化也不例外。某一时期或者某一地区玉文化的发达与否与三个因素有关：
（一）、治玉传统。
早在新石器时代的南阳，先民已经有识玉、治玉、用玉的光辉历史。南阳师范学院独山玉文化研究中心的江富建等科研人员，以地质学和考古学双重意义上的“玉”为中心，从2003年9月起，对南阳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勘察，在40余处文化遗址发现有很多独山玉制品，并对此进行了分类和初步研究，南阳地区40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玉器器形以铲斧凿等生产工具为主，玉质绝大多数为当地所产的独山玉（专家此次先认定了31件），亦见火山玻璃燧石大理石石英质玉等（各一件）。时代最早为仰韶文化早期，延续到屈家岭文化。专家认为：“新石器时代的南阳已具有普遍采用独山玉料打制或磨制玉器的条件：采取就独山取材的办法，解决玉器材料的来源；……黄山遗址（距产玉的独山仅有5公里）可能是一处黄河流域与江汉平原间较大的独山玉加工场；南阳有悠久的用玉制玉历史；独山玉在中国玉文化研究中占有独特的地位。”[1]

（二）、有大量技艺精湛的玉工。
春秋战国时期，对玉石的认识得到了高度重视，玉源有了进一步扩大，开发利用的玉料品种增多。明董说撰《七国考》卷一《楚职考》有：“玉尹，掌玉之官也”说明楚国工官中，有玉尹一职，可能放映了当时楚国玉工的大量存在，发现和氏璧的楚人卞和就是历史记载的较早的玉工。关于和氏璧的产地，历代历史文献中多有记载，聚讼纷纭，然而，经过多年科学系统的论证，江富建、李劲松等认为和氏璧可能为独玉,并提出了六个方面的证据[2]。独山为楚国的玉山，和氏璧为独山之玉，可谓名副其实。关于荆山，说法很多，不过从古地名上考证，丹水沿岸至今仍有荆子关，可以认为楚国发源地的丹水流域附近存在荆山，在楚国南迁的过程中，由于人的移动而导致地名的变迁。另外，江富建先生依据相关证据，大胆地提出：卞和可能是镇平人[3]。无独有偶，襄樊市附近同样存在汴和和和氏璧的相关传说，同样有地名方面的痕迹。大致说来，和氏璧的发生区域在南阳盆地内，和氏璧的玉料为独山玉，汴和是早期南阳玉工的代表。

秦相李斯在他的《谏逐客书》中写道：“……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耳，阿缟之衣，绵绣之饰；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这里说的是女子们饰簪是用宛珠镶制的，还用宛玉制成珠玑耳环佩戴。“宛珠”一谓南阳玉做的珠子，一谓南阳玉工们做的玉珠，秦时，镇平属宛；镇平人在这时期的玉制品已作为饰物流入宫廷和上层社会。“饰后宫，充下臣，娱心意，悦耳目”。可见当时南阳玉已经作为饰物流入皇宫和上流社会，足可彰显南阳玉当时的历史地位。东汉大科学家张衡在《南都赋》中赞美“于显乐都，陪京之南，吾汉之阳，南船北马，盛况盎然……”，记载的就是南阳城四方客商在这里汇集，热闹繁荣的景象。

（三）、稳定可靠的玉料来源。
交通便利，或者需要当地有一定储量的玉矿。南阳在中国古代占据的便利的交通条件和独山的存在使南阳玉文化历久不衰成为可能。
（四）、采矿的工具。
玉因质地坚硬，所以采矿工具亦十分重要，该时期南阳玉业的发达和采矿工具上的进步密不可分。
现代地质勘查证明，南阳盆地的铁矿点星罗棋布，共计45处，主要分布于桐柏、方城、南召、内乡、淅川、西峡等县。在考古调查中，战国和汉代的铁矿与冶铁在南阳多有发现。如桐柏的铁山庙矿二采场遗址和冶铁遗址、张畈遗址等。战国时期，冶铁业在全国范围内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楚国在冶铁业已处于重要地位。而南阳是楚国最重要冶铁基地之一。《荀子·议兵篇》载：“宛钜铁釶，惨如蜂虿，轻利僄遫，卒如飘风”，谓宛地所产铁矛，如蜂虿一样锋利。南阳东边的古西平，是楚国和韩国制造名剑的基址。到了秦汉时期，南阳的冶铁业进入了特大发展时期。根据考古资料和历史记载，当时南阳的冶铁业规模宏大，产品种类很多，而且发明了一些先进的冶铁技术，把中国的冶铁水平推向了崭新的阶段，南阳郡成为重要的工官和铁官地之一。《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了孔僅在南阳大兴冶铁的事迹。东汉时，南阳太守杜诗又发明了以水为动力的水排鼓风机械，大大提高了冶铁的功效，促进了冶铁技术的进一步改进，使南阳冶铁业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冶铁业的发展，促进了铁制工具的质量提高和数量增多，如石工工具锤、凿、锥、楔等，为南阳玉业的发展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
三、楚汉时期南阳玉器及其文化特征

中国玉器的发展经历了三次高潮：史前、商周秦汉时期和明清时期。楚汉时期的南阳正处于第二个发展时期的高潮阶段，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不仅如此，这个时期也是南阳自身发展过程中具有坐标意义的阶段。从现有资料看，楚汉时期南阳玉器和玉文化十分兴盛，境内有许多楚汉时期的墓葬，大量的出土玉器为研究古代玉器和玉文化提供了可能。
南阳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玉器则最为丰富，其中有玉牌、玉笄、玉梳、玉璜、玉璧、玉环、玉玦等，雕琢十分精致[4]。在南阳盆地200余处春秋时期的遗址中，据我们调查的40多处遗址中有独山玉器存在。据南阳作为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在楚文化史中的地位非同一般，同时，南阳作为南北文化交汇地区，玉器和其中的文化更是有着明显的南北特征。
早在商代，由于独山玉具有多色的特点，玉匠们就注意利用一块玉石上所具有各种颜色的天然色斑——“俏色”，并据此进行精心设计，巧妙安排，在不同色斑上雕刻出相应的生动活泼的景物，从而使整块玉石发挥出更大的作用，这就是由商代发明、流传千秋的“俏色玉雕”。例如，1975年冬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北两座房基遗址内就出了玉鳖、双龟、玉螺、玉璜等，有人认为它们的玉质是独山玉。玉鳖充分利用独山玉的天然色泽和纹理，保留玉料上固有的墨绿色石皮，使玉鳖的背甲、双目和足尖为黑色，头、颈、腹部位以灰白色相衬，使玉鳖的形象生动逼真。这是已知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俏色玉雕，对后代玉器制用具有深远的影响。

自进入封建社会后，随着社会历史的巨大变革，独山玉业得到了空前发展，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国际间的文化艺术交流大为频繁，这主要表现在玉石品种增多，分布广泛，雕琢工艺出现了巨大进步，特别是汉代对独山玉开发利用达到了鼎盛时期。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就玉器而论，汉代饰用玉器的雕琢得到了更大的发展，成为一大特色。同时，宫廷玉器在汉代玉业中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不仅包括各种佩玉，而且所有宫廷显赫处多用玉石装饰。相传汉武帝年间用玉最丰，张衡《四愁》诗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美人赠我琴琅玕，何以报之双玉盘；美人赠我貂襜褕，何以报之明月珠；美人赠我锦绣缎，何以报之青玉案。”全诗以“美人”比贤明的君主和清明的朝政，代表作者的理想，以美人赠我“金错刀”、“琴琅玕”等，比喻自己时刻不忘朝廷君主的恩德；以我欲报之“英琼瑶”、“双玉盘”、“明月珠”、“青玉案”，比喻自己向朝廷奉献治国安邦的忠城和韬略。
（一）、楚地玉器的来源问题。
该时期楚地出土的玉器，由于文物的特殊价值和实际操作上的困难，很少做过岩性与产地鉴定。从直观上看，楚地玉器的颜色大致有灰、灰白、白、乳白、淡绿、碧绿、茶色、墨、黑、红、黑灰、黄、淡黄等品种，其中以灰、灰白、绿（青）、淡黄等品种为多。据研究，豫西、豫南、豫西南一带的山区可能、鄂西、江汉至鄂东一带的山区可能是楚地玉器的主要来源，当然中国传统玉石品种中的和田玉、岫玉等也会流传到这里。楚地玉色和玉石产地玉色的比较可说这个问题。
下面是楚地玉器颜色与产地的对照表：
表1  春秋战国时期楚地玉器颜色与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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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表示以此种颜色为主，+表示有此种颜色，○表示杂色）（据李玲，李道胜.2005，有修改）
从此表可以有一个基本的判断，那就是独山玉在色彩方面占据很大的优势，加之地域优势，楚地玉器应该是以独山玉为主。

（二）、楚地玉器的时代特点。
楚地玉器大体上可以分为春秋时期、战国前期和战国后期三个阶段，各阶段在造型、纹饰及制作上有其特点。春秋玉器造型古朴，纹饰多沿袭自商周以来的传统风格，制作技术主要采用琢磨、浅浮雕等技法。战国玉器前期活泼实用，琢玉技法也有所突破，以传统的浮雕为基础，使得器物更加富有立体感，战国后期玉器成熟完美，细线阴刻图案增多，琢玉技术已臻成熟，装饰方面除云纹、涡纹外，谷纹多半隆起、突出，出现网格蒲纹和铺首型兽面纹[5]。
楚地玉器大致上可以分为礼玉、葬玉、配饰玉以及日常实用玉等几类，有三十几个品种，礼玉就是朝聘、祭祀、丧葬等礼仪场合中使用的玉器，葬玉是指那些专门为保护尸体而专门制造的玉器，古人生前使用的玉器死后仍佩戴入殓，反映出古人“事死如事生”的习俗。配饰玉是随身携带的配饰玉器的总称，其用途：以玉比德，作为道德楷模；表示高下尊卑；避邪益寿；装饰玩弄；赏赐馈赠。
在汉代玉器的种类、造型与工艺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玉器中的装饰品多达24类，礼仪器有14种之多。日用器竟超过15类，涵盖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它的还有玉人、玉马、玉熊、玉辟邪等一些动物的雕像。在工艺方面，使用了缀连、镂雕、镶嵌技法，抛光技术也进步了许多。特别是葬玉得到新发展。汉代的葬玉，以其品种多样、造型繁复、用法不一为新特点，将中国传统的葬玉，发展到了顶峰。汉人以玉蝉为葬，有完整成套的玉塞，即在人的眼、鼻、耳、口、肛、阴穴共9个孔窍处都塞有玉器，故谓“玉塞九窍”，河北省满城刘胜墓及其妻窦绾氏墓各出一套玉塞[6]。
（三）、楚汉时期玉的礼器作用

据文献记载，古代君臣佩玉，尊卑有度，换言之，不同的贵族所佩戴的玉是存在着等级上的差别，一个显明的事实是，楚墓中随葬的玉器数量越多，器物的组合越全、越复杂，墓主的地位就越高；这一点在已发掘的楚墓中表现的十分明显。在楚国的大中小型墓中，随葬玉器的种类及其组合形式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不仅如此，不同等级的墓中，所出土的玉器质量也极为悬殊，凡此均表明，玉器很珍贵，随身佩戴可显示身份，是各级贵族们的奢侈生活品，从文献的角度来考察，玉器在楚国的社会生活中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比如进献玉器可以促进国家之间的交往；礼贤；聘妻；赏赐；归附；聚宝；祭神等。汉代帝国解体之后，胡人南下、南北朝历史时期的展开，结束了中国上古时期。古代的礼仪制度也随着这种重大变革而逐步瓦解。玉器也在这一重大变化过程中，逐渐丧失其礼仪功能的主流价值，转化成为生活化的艺术品与装饰品。约至隋唐时期，当时社会“胡化”之风仍然盛行，但是在正式的冠服制度体系中，玉器与服饰搭配形成的礼仪服饰，却仍然保持着一脉相承的礼仪本质，只是玉器礼仪化的功能正式转向腰间，以玉带饰的形式继续扮演着深具传统象征意义的礼仪功能。
（四）、玉器富含神话与宗教文化内容

汉代辟邪兽，取辟除邪恶义。《神仙传》：“老子所出度世之法，九丹八石行气炼形，消灾辟恶治鬼。”《博物志》：“学道之士，居山宜养白犬白鸡，可以辟邪”。知辟邪义与道教有关。作为祥瑞之兽的玉辟邪，其形象如狮。狮原产非洲及印度，经中亚南亚传入中国，《汉书·西域传》记乌弋山离国（今伊朗南部）之符拨兽（《后汉书》卷180），形似鹿，一角者为天鹿，二角者为辟邪（《太平寰宇记》卷184）。汉代玉辟邪的大量存在也反映了东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玉所起到的作用。
（五）、日用器的新拓展

《春秋繁露·执贽》：“君子比之玉，玉润而不污，是仁而至清洁也。洁白如素，而不受污，玉美备者，故公侯以为贽。”公侯之间行相见之礼，必执白玉（器）以赠之，可见所用之众。金镂玉衣出土，生活用玉大量制作。
四、楚汉时期南阳玉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类型的玉器和玉文化都是变化的，也是联系的。玉器题材、风格、艺术手法和形制也是不断发展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更多的是相互影响，融合与发展。

南阳在自然条件上，本来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处于中原和荆楚的交通要冲，也是东西向的重要通道。出土的玉器深刻地打上了南方和北方、不同文化区的烙印，研究条件可谓得天独厚。加之南阳本身也是中国重要的玉产地，所以，南阳在中国玉文化中的地位极其重要。而楚汉时期南阳玉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更是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一）、独山玉的独特地位。
早在6000年以前古人已开采独山玉，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器中，有不少独山玉的制品。西汉时曾称独山为“玉山”。中华文明在发生发展的过程中，有着众多的玉料来源，《山海经》、《禹贡》等典籍都有涉及，但独山是少有的中原地区的玉产地，而且其绵延不断，构成自己特有的文化轨迹。先秦到汉代，经历了中国玉文化的高潮期，也奠定了独山玉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有地位。

（二）、玉文化在民族文化中的特殊地位。
文化是工艺美术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由于玉所具有的特殊性使得玉文化和整个工艺美术文化比较起来，具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工艺美术从整体上来讲，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拥有纵多的分支，但是和古代陶瓷、编织、丝绢等比较起来，从石文化到细石器文化再到玉文化这一过程，就发生和发展而言，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可以认为，玉文化是在我国历史上体系完整、理论系统、运用程序高、生命周期长的一种工艺文化，它甚至凌驾于工艺文化之上，并指导着其它工艺分支文化的发生和发展；研究玉器可以从工艺美术出手，研究工艺美术最好先弄通玉文化，因此可以看出玉文化在民族文化中有其特殊的地位。同时玉器吉祥文化体现出很高的哲学价值。概括而言，第一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生命哲学特点。它们典型地说明生命哲学的三大价值：生命存在价值（长生进而长乐）、生命延续价值（宜子宜孙，永世不绝）和超越生命价值（学道成仙、飞升太清，理性地思考人格及命运的道我同一）。这些内容，是历史学、神话学、宗教学及哲学相结合的突出特点，表现出吉祥文化的高度学术思想价值。其二，有鲜明的真、善、美层面。其“善”，是在神话、宗教及风俗基础上所表达的生活现实同理性追求的一致性；其“美”，是以自由、浪漫与和谐的形式，表现人生价值的最高意趣；其“真”，是在仙境意识下的“幻真”。
一言以蔽之，在春秋战国至汉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正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与成熟期，玉器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独山玉作为中原本土的主要玉产地和中华文明圈以外的岫玉、和田玉共同构建了“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南阳玉文化是中国玉文化发展的典型代表。它是中国玉文化发展的一面镜子。南阳玉文化促进了南阳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如何做好“玉文化”的文章，促进南阳在新时期的发展，值得深入探讨。
注释：

[1]  南阳师范学院独山玉文化研究中心，“中国南阳新石器时代独山玉文化研讨会”会议记要，2004年4月。

[2]  江富建，《南阳玉文化的历史轨迹》.中国矿冶报，2004年9月8日。 

[3]  南方周末，2005年12月8日。

[4]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23～46页。

[5]  杨立新，《东周时期楚国的玉器及有关问题》。《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二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3月。
[6]  常素霞，《战国中山国玉器》，《收藏家》1998年第1期。
A Research on the Status of the Dushan Jade During the period of Spring to Qin-Han Dynasty 
Liu Guoxu1,2  Jiang Fujian2 

(1,College of Urban & Environmental Science, Central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2, College of Urban & Environmental Science of Nanyang teacher’s college, Nanyang, China )
Abstrcts: As a unique physical geography unit, Nanyang Basin ha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Chinese history, which is located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In the basin, Dushan and Dushan Jade is the few producing areas in ancient China, so the area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Jade history. In this paper, as far as Spring to Qin-Han Dynasty is concerned, the author gives some analyzes about the Nanyang and Dushan Jade from the jade carving condition, cultural relics etc. It is pointed that during the period, Dushan Jade and the jade culture has a high status in the ancient China.
Key words:  Nanyang Basin; Dushan Jade; the period of Spring to Qin-Han Dynasty;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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